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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宁胶浆作为表麻药物，肾脏代谢排泄较少，对肾功能影响
不大，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且相比于丁卡因，达克罗宁作用
时间更加持久，能明显减轻拔管后咽部疼痛的症状（P＜
0.05），令患者术后舒适度增加。
综上所述，使用达克罗宁充分表麻用于经口电子软镜引
导下清醒插管是安全可行的。插管时能有效抑制应激反应，
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缩短插管的时间，降低患者术后咽
痛的发生率，增加患者舒适度，推荐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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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手术前后乳腺癌患者体内血CD4+T细胞、CD8+T细胞和Treg细胞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
8月本院收治的原发性乳腺癌患者83例为病例组，检测其术前、术后外周血CD4+T细胞、CD8+T细胞和Treg细胞的变化，同时选取60例健康成
年妇女作为对照组，检测其外周血中CD4+T细胞、CD8+T细胞和Treg细胞的表达情况。分析CD4+T细胞、CD8+T细胞和Treg细胞的变化与临床病
理参数的关系。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乳腺癌患者术前CD4+T细胞、Treg细胞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Ⅰ期患者相比，Ⅱ～
Ⅲ期患者术前CD4+T细胞、Treg细胞增加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乳腺癌患者术后CD4+T细胞含量降低、CD8+T细胞含量增加，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外周血Treg细胞、CD4+T细胞和CD8+T细胞水平对于乳腺癌的诊断和预后有一定价值，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并将其应用于临床。手术切除肿瘤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机体免疫状态，对预后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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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D4+and CD8+
and Treg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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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blood CD4+T cells, CD8+T cells and Treg cells in breast cancer pa-
tient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6 to August 2018, 83 patients with primary breast cancer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 group. The changes of peripheral blood CD4+ T cells, CD8+ T cells and Treg cells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60 ca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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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adult women were used as a control group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D4+T cells, CD8+T cells and Treg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CD4+T cells, CD8+T cells and Treg cell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reoperative CD4+T cells and Treg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P＜0.05); Compared with stage I patients, preoperative CD4+ T cells and Treg cel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with stage Ⅱ-Ⅲ,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ontent of CD4+ T cells and the content of CD8+ T cell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peripheral blood Treg cells, CD4+T cells and CD8+T cells have certain
value for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and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Surgical resection of the tumor can
improve the immune status of the bod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gnosis.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CD4+T cells; CD8+T cells; Treg cells
乳腺癌是全世界妇女因癌症而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人
类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患者的临床疗
效仍然无法让人满意[1-2]。免疫治疗是治疗晚期乳腺癌的一
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法，有望彻底清除肿瘤细胞[3-9]。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乳腺肿瘤的发展和进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0]。因此，更好地
了解免疫细胞在乳腺癌中的动态作用和发病机制，对于制定
治疗乳腺癌患者的新策略至关重要。免疫监视理论认为，只
有当抗肿瘤免疫反应失败时，肿瘤才会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发
展和进展。机体的肿瘤免疫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细胞
依赖的肿瘤特异性免疫应答，T细胞是一个复杂的细胞群
体，按照CD分子表达种类的差异可将T细胞分为若干不同的
亚群，CD4+T细胞和CD8+T细胞是T细胞中的两个重要亚群，
分别代表辅助性T细胞和细胞毒性T细胞，调节性T细胞
（Treg）是 T细胞中的一个具有免疫负调节功能的特殊亚
群[11]。本研究旨在探讨乳腺癌患者手术前后外周血中CD4+T
细胞、CD8+T细胞和Treg细胞和乳腺癌TNM分期、分子分型、
诊断和治疗的关系，以了解CD4+T细胞、CD8+T细胞和Treg细
胞对于乳腺癌患者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原发性
乳腺癌患者83例为病例组，年龄30～63岁，平均（45.0±
8.9）岁，并以病理检查的TNM分期结果做进一步分组，其中
乳腺癌Ⅰ期35例，乳腺癌Ⅱ+Ⅲ期48例。同时随机抽取本院
体检中心60例健康成年妇女作为对照组，年龄30～60岁，平
均（43.0±9.2）岁，两组研究对象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乳腺癌患者接受改良根治术，无患者输血或术后镇
痛，所有患者均无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和器质性疾病、免
疫系统疾病、术前化疗或免疫调节治疗等。所有乳腺癌患者
均在纳入研究前获得书面知情同意。
1.2 方法 检测外周血中CD4+、CD8+和Treg细胞，乳腺癌患
者分别于手术前1～3天、手术后1个月各采一次血，对照组为
体检当日采血，所有血样送本院检验科，检测CD4+、CD8+和Treg
细胞表达情况。术后所有乳腺切除标本均经福尔马林固定
后，经乳腺肿瘤病理专家鉴定，根据病理结果作TNM分期。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
（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c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D4+、CD8+和Treg细胞的检测结果 术前病例组患者
的CD4+T细胞、Treg细胞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病例组患者术前CD8+T细胞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见图1。
图1 两组术前CD4+、CD8+和Treg细胞的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CD4+, CD8+ and Treg cel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2 Ⅰ期和Ⅱ期乳腺癌患者术前 CD4+、Treg 细胞的检测
结果 术前Ⅱ+Ⅲ期乳腺癌患者的CD4+T细胞、Treg细胞均
高于Ⅰ期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
2.3 手术前后病例组 CD4+、CD8+和 Treg 细胞的比较 与
术前相比，病例组患者术后的CD4+T 细胞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CD8+T 细胞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Treg 细胞无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图3。
图2 Ⅰ期和Ⅱ期乳腺癌患者术前CD4+、Treg细胞的检测结果
Figure 2 Ⅰ Stage and Ⅱ stag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preoperative
CD4+ and the test results of Treg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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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病例组手术前后CD4+、CD8+和Treg细胞的比较
Figure 3 Comparison of CD4+, CD8+ and Treg cell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in case group
3 讨论
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表明［12-14］，机体的免疫功能异常会
诱发乳腺癌和诱导乳腺癌细胞异常增殖及扩散，这些研究结
果促进了抗肿瘤免疫疗法的出现，其目的是对肿瘤细胞进行
免疫控制。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需要CD4+T细胞和CD8+T
细胞的参与[15-16]。CD4+T细胞在抗肿瘤免疫中的作用最近在
临床癌症患者和动物模型中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Huang Y
等[17]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动物模型还是在癌症患者中，随
着乳腺癌的发展，CD4+T细胞的数量显著增加，且CD4+T细胞
的细胞亚群也在动态变化，表明CD4+T细胞在不同的肿瘤发
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在肿瘤早期，CD4+T细胞可能对免
疫监测很重要，而在晚期肿瘤阶段，CD4+T细胞可能成为促进
肿瘤生长的重要细胞。这一说法在我们对乳腺癌患者的回
顾性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表明肿瘤内CD4+T细胞数
与肿瘤分期、肿瘤大小和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
CD8+T淋巴细胞是肿瘤微环境中与免疫监视相关的一种
典型的淋巴细胞亚群，其浸润丰富可能预示着强烈的抗肿瘤
免疫[18]，可通过诱导凋亡而对肿瘤细胞发挥细胞毒性作
用[19]，是有效控制肿瘤发展和提高患者临床疗效的关键效应
细胞。一些研究表明，在乳腺癌、卵巢癌和结直肠癌中，CD8+
T细胞高浸润的肿瘤患者有良好的预后[20-23]。基于这些结
果，提高乳腺癌抗肿瘤免疫和免疫治疗成功率的主要挑战是
制定有效的策略来增加CD8+T细胞，并在肿瘤微环境中保持
CD4+/CD8+的最佳平衡。本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行手术治疗
后，外周血中CD4+T细胞含量降低而CD8+T细胞含量增加，这
可能预示着手术切除肿瘤不仅可以消除主要的转移细胞池，
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机体的免疫。
调节性T细胞（Treg）被认为是阻碍抗肿瘤免疫和免疫
治疗效果的主要障碍[24-25]。Tregs以接触依赖的方式或通过
释放细胞因子[25]有效地抑制CD8+T淋巴细胞的增殖和活化。
大多数研究报告表明，Treg细胞的增加会导致不良的临床
结果[26-29]，并与乳腺癌的疾病进展相关[30]。然而，West等[31]
认为Tregs具有抗肿瘤活性，可能有利于ER阴性乳腺癌患者
的生存期。本研究中，乳腺癌患者术前外周血中Treg细胞
含量高于乳腺纤维瘤患者，且肿瘤越大、有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越晚期的患者Treg细胞的表达水平越高，与一些文
献[32-33]的结果相符，这可能提示了随着乳腺肿瘤的进展，机
体的免疫功能受到进一步的抑制。这也为乳腺癌的免疫治
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能否通过选择性的下调Treg细胞
的表达水平，从而有效提高患者的抗肿瘤免疫功能。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乳腺癌患者同健康人群外周血CD4+
T细胞、CD8+T细胞和Treg细胞表达水平的差异，以及乳腺癌
患者术前、术后免疫细胞水平的变化，发现CD4+T细胞、Treg
细胞表达水平与肿瘤分期、肿瘤大小和淋巴结转移密切相
关。手术切除肿瘤可在一定程度上逆转CD4+/CD8+的失衡状
态，从而改善机体的免疫。本研究表明通过检测以上免疫细
胞水平的变化对于正确评估乳腺癌患者的免疫状态和预后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由于是单中心研究，有一定的局限
性，样本量较少，尚需大样本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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